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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与可重复性危机


体育科学应如何应对可重复性危机？
摘  要：可重复性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但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最近10年成为科学界的热点问题，被称作可重复性危机，改变着某些学科的研究格局，成为当代科学的重大主题和重大挑战，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体育科学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可重复性危机的挑战，但此问题并未引起体育科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介绍了可重复性危机的由来，讨论了诱发可重复性危机的原因，包括科学理念原因，统计理解原因，以及研究实践原因。本文还从学术机构的引导和学者个人的努力两个方面讨论了提高可重复性的方法，包括学术机构的方向引导，学术期刊的发表政策，提前注册的逐渐推广，关注元分析研究，做好样本量规划，重视并报告效果量和置信区间，以及开展多国多实验室的合作。本文认为，关注并积极应对可重复性危机，有助于提高体育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科学素养，并进而提高体育科学实证研究的成果质量和成果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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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Sport Science Cope with the Replicability Crisis?

Abstract: Replicability is one of the defining hallmarks of science. This topic, which seems conventional to researchers has however become a crucial issue, as well as a grand challenge with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bringing scientists’ attention to the “Replicability Crisis” which has been changing the general accepted practices in some certain fields. Sport science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s to replicability which have not yet raised the concern in this area.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how the replicability crisis has evolved and how these causes have introduced challenges to replicability, including scientific concepts, statistical understandings, and research practices. This article also covers several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replicability of studies from both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guidance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policies for publications, preregistration, emphasis on meta-analysis research, planning the sample size, reporting effect size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and cooperation cross multinational laboratories. We propose that attention and positiv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replicability crisis will help improve researchers’ bas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sport science, and consequently, boost the quality and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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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具有可控制性，可操作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争辩性[1]。这些特征使得科学与艺术、宗教明显区分。经过重复检验的成果才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教育界的传承，并指导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改造。可重复性是科学的重要特征，这似乎早已成为科学家的共识。但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最近10年成为科学界的热点问题，被称作可重复性危机[2-5]，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Nature最近发表的一份对1576名科研人员所做的在线网络调查报告显示[6]，在回答“是否存在可重复性危机”的问题时，52%的人认为存在严重危机，38%的人认为存在轻度危机，7%的人表示不知道，3%的人表示不存在危机。这一结果提示，可重复性危机正在成为当代科学的重大主题和重大挑战[3-4]。但遗憾的是，可重复性危机似乎并未引发体育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它对于大多数体育科学研究者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未受重视的学术议题。但作者预测，它迟早（如果不是很快）会成为体育科学的重大议题。理由很简单，体育科学不能总是自娱自乐，游离在科学大家庭之外。本文将介绍可重复性危机的由来，分析可重复性危机的原因，并讨论体育科学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应对这一危机，提高研究水平，积累研究成果，使体育科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1可重复性危机的由来

1.1关于“重复”的概念

周红霞指出，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和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经常被混用，但实际两者有明显不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社会、行为和经济（SBE）分部可复制科学小组委员会将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定义为研究人员复制已有实验结果的能力，特别强调，需要使用原始科研人员的数据，遵循原始实验的过程。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指研究人员复制已有实验结果的能力，但是只需要遵循原始实验过程，数据需要重新收集[3]。

Crandall和Sherman则将重复研究分为两类，即精确重复（exact or direct replication）和概念重复（conceptual replications）。精确重复是指使用一种尽可能接近原研究的方式进行一个研究，即使用与原研究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操控、同样的因变量和同种类的被试。概念重复是指检测原始研究后面的相同的基本观点或者假设，但是研究类型、研究设计、对自变量的操纵、对因变量的测量以及被试群体都可以与原研究显著不同。他们认为，对于科学进步而言，概念重复研究更具价值[7]。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或可将科学研究中的重复研究分为三级：第一级，精确复制，使用原始科研人员的数据，遵循原始实验的过程，不重新收集数据；第二级，精确重复，即使用与原研究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操控、同样的因变量和同种类的被试，重新收集数据；第三级，概念重复，即依据原始研究背后的相同的基本观点或者假设，但是研究类型、研究设计、对自变量操纵、对因变量的测量以及被试群体都可以与原研究显著不同，重新收集数据。
任思腾则在更为宏观的意义上讨论了“重复”的概念，将科学议题中的重复概念分为三类并做了简明清晰的界定：重复实验（replication）属于实验活动，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 as a feature）是用于评价实验的一个特征或指标，可重复原则（replicability as a norm）是约束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2]。

本文讨论的议题将分别涉及任思腾讨论的重复概念的三个不同方面，但聚焦在可重复性上。评价前人实验结果或研究结果是否得到重复的指标往往会包括统计结果的正负方向、显著性和效果量三个方面。
1.2可重复性危机的产生

尽管可重复性是科学界公认的科学特征，但这一“老生常谈”变成热议话题起源于近来科学界的重要学术期刊连续发文，对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严重质疑。

2000年代，一些学者对阳性结果提出质疑。Ioannidis指出，大部分已发表论文可能是假阳性结果[8]。之后, 可重复性的问题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9]。2010年代，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开始高度警觉。Science曾用较大篇幅对科研成果的可重复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显示，许多高端权威期刊中发表的研究结果均存在难以重复的问题[10]。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曾发表过一项全球性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衡量药品疗效的二期临床试验成功率在5年间由28%降至18%，其中，前期结果欠缺可重复性是导致二期试验成功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11-12]。

在心理学领域，2015年，多国研究者建立了一个开放性合作实验室（The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OSC），在他们尝试重复的100项不同领域的心理学研究中，只有39%的研究得到了明确的可重复的结果[13]，并将这一结果发表在了Science杂志上。同年，Science和Nature均此发表了评论，提出可重复性危机可能是包括心理学领域在内的行为科学，甚至行为科学之外的领域（诸如医学、生物学等）共同面临的挑战。Ioannidis认为，在开展这一可重复性检验项目的过程中，由于研究重复者和原作者保持着密切联络，所有实验设置都在尽最大努力去提高可重复率，所以，实际的可重复率可能比39%还要低[14-15]。随后，Science继续发表了不同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少量学者针对OSC关于可重复性检验项目的结果仍保持乐观，认为是这一报告中的统计错误造成了这些研究的可重复率被低估[16]。但是，这一评论很快收到了来自9国共35名研究者联合发表的不赞同回应，认为Gilbert等人过度乐观的评论是由于其分析中存在统计学的概念性错误，同时有通过选择性报告进行推论的嫌疑[17]。

Camerer等人对实验经济学领域的18项研究进行重复，其中只有11项研究发现了方向相同的显著性结果，平均效果量为原研究的66%[18]。在癌症研究领域，两大科学机构Science Exchange和Center for Open Science精选并尝试重复发表于2010-2012年的10项癌症领域较高水平的研究，其中，只有6项研究得到了相同方向的显著性结果[19]。

Camerer等人最近又选取了2010-2015发表于Nature和Science上的21项研究尝试进行重复，每一项重复研究均保证足够的统计功效，并选取了原研究5倍样本量的参与者。结果显示，13篇（62%）研究发现了与原研究方向相同的显著效应，但效果量只有原研究的一半，假阳性结果和效果量虚高为可重复性低的两大重要原因[20]。

上述这些在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对可重复性问题有理有据的质疑引发了科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加上一些学术不端行为的丑闻发酵（如美国杜克大学波蒂事件，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评论[2-5, 21-24]。

2可重复性危机的原因

影响可重复性危机的因素包括科学理念原因、统计理解原因以及研究实践原因。

2.1科学理念原因

可重复性危机的科学理念原因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强调和认可的是创新性探索，不太重视重复性研究。

无论是对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评价还是对期刊投稿论文的审阅，创新性常常成为首要的评价指标。那些特别容易吸引读者关注的、超出生活常识、专业常识不符甚至超越生活常识、专业常识许多的研究成果更容易因其新颖性和创新性而得到发表。例如，生活常识告诉我们，穿竖条的衣服显得瘦，但如果一项研究发现穿横条的衣服显得瘦，这种反常识的研究结果会更容易得到编辑的重视而得以发表，也更容易得到读者的青睐而津津乐道。但对这样的研究成果进行重复性检验，哪怕是实验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很可靠，也只能因循前人思路而在创新性上得到低分，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对2000年到2002年在精神病领域的83篇高引用率文献进行分析表明, 其中40篇文献未得到任何的重复[21, 25]，可重复性仅为51.81%。对心理学文献的分析表明, 重复研究仅占全部文献量的1.07%[26]。这种显性或隐性的学术诱导使得许多学生或研究者产生了刊发就相信、所发即所信的倾向。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虽然在本质上是重复性研究，但却被作者表述为创新性研究。我们在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和研究项目申报书中最经常读到的一句话就是“前人对此没有研究”，申报人以此来佐证和提升本研究的创新性。例如，如果前人曾邀请篮球运动员做被试，发现高手与新手有如下注意特征差别：高手的决策准确性高于新手，决策速度快于新手，注视目标的次数少于新手，但注视点固定在目标上的持续时间长于新手，静眼期（视觉固定在目标后到做出动作反应之间的时间，此时间可用于加工环境信息和筹划运动决策）长于新手。那么，如果一项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拟沿此思路采用这些指标来探讨排球运动员高手和新手的注意特征差别，这在本质是是运动水平与注意特征关系的跨样本效度研究或概念性重复检验，但更容易被开题报告人描述成“在排球专项上前人对此没有研究”，并以此暗示研究的创新价值。其实，这项研究可能真的有价值，但不是开题报告人描述的“前人对此没有研究”的创新价值，而是在概念性重复检验过程中发现运动项目（同场对抗和隔网对抗）是调节变量的价值。

2.2统计理解原因

可重复性危机的统计理解原因包括研究者对虚无假设检验的过度依赖、错误理解以及对样本量问题的忽视。

过度依赖虚无假设检验的表现之一就是，目前体育科学类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所报告的推论性统计指标，多限于统计显著性，效果量和置信区间的报告还没有形成传统。虚无假设检验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标准并支持了研究假设的研究，发表的可能性更大，也是不争的实事[27-28]。这导致许多研究生和研究者将p < .05视为生死线[1]。这种情况继而导致后续的可重复性问题，即胡传鹏等学者指出的，“重复失败无外乎两个原因：要么原研究是假阳性，要么重复研究是假阴性。近年的实证研究表明, 心理学研究的失败重复,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研究的假阳性过高。” [21]
许多研究者还存在对虚无假设显著性检验（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 NHST）的错误理解。调查表明[29-31]，当向调查者询问关于 p 值所代表的含义时, 即使是心理统计学方向的老师, 也只有 20%的人能够对关于 p值的 6 个论断全部进行正确的判断。本文第一作者在2019年12月19日对国内一所体育院校106名博士生的调查表明，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专门讲授了I型错误、II型错误以及检验功效之后刚过1周，学生对p值的理解仍错误多多（图1），不尽人意。只有 0.9%的人（1人）能够对关于 p值的6个论断全部进行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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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1所体育院校106名博士生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专门讲授了I型错误、II型错误以及检验功效之后1周（2019年12月19日），对 p 值理解错误的比例

Fig. 1 The percentage of 106 Ph.D. students from a Chinese sport university misunderstanding p value one week after the course “Research Methods in Sport Science” that aims to introduce Type I error, Type II error, and Statistical Power   
注：假定 p = .01 情况下，参与者对 6 个关于 p 值的论断理解情况。6 个关于 p 值的论断为（选项为正确/错误）：试题一：你完全证否了零假设；试题二：你发现了零假设为真的概率；试题三：你完全证明实验假设；试题四：你可推断出实验假设为真的概率；试题五：你可以得知，你拒绝零假设时犯错的概率；试题六：如果重复多次实验，99%实验结果显著。
样本量是否适宜对研究的可重复性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样本量过小可以导致假阳性结果即Ⅰ型错误的概率升高[32]，这一影响是众多研究中的显著结果无法得到重复的直接体现。当研究中预期的I型错误和Ⅱ型错误的概率确定时，便可以依据统计学公式计算出是犯两类错误的可能性不超过既定概率所需的最小样本量，而样本量不足会提升犯两类错误的概率，加上发表偏倚对阳性结果的偏爱，研究者更容易非随机抽样（如，随意或方便抽样）或选择性分析数据，从而报告出本不存在的效应。第二，被发表的小样本研究论文有更大可能高估了该效应的效果量，这一影响是小样本量降低研究可重复性的另一表现。受发表偏倚的影响，高效果量的小样本研究更容易被发表，这些研究的效果量往往比大样本量研究的效果量更大。这提示我们，小样本导致的随机性会高估效果量，而这种情况正是大样本研究无法复制原小样本研究中大效果量的原因。再进一步，若研究者根据先前被高估的效果量来规划即将开展的研究所需的样本量，也会致使开展相应大小样本量的研究无法达到其所预期的统计功效，并降低研究的可重复性[32]。
2.3研究实践原因

众所周知，在一项重复性研究中，如果被试的选择（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不一致，等等）、实验的操控（主试特征如身高、肤色、着装、语调，仪器的位置，实验室的温度，被试参加实验的时间，实验室周边的环境，等等）、数据的处理（缺失值的处理、异常值的处理，等等）与前人研究的些微差异，都可能成为没有得到相同或相似结果的原因甚至是重要原因。这些情况不是本文的关注点。本文关注的可重复性危机的研究实践原因是指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可疑研究操作（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33-34]。  

可疑研究操作最重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 采用不合理的手段来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即通常所说的 p < 0.05）, 也称为p 值操纵”（p-hacking）[28, 33, 35]。主要的可疑操作包括条件性选择样本量、选择性报告数据或采用多个小样本研究而避免进行一个大样本实验。采用多个小样本、低统计效力的研究，然后选择其中的阳性结果进行报告，而不是进行一个大样本量、统计效力高的研究，这种做法同样会造成效应量的“通胀”，从而降低研究的可重复性[21-36]。这是因为，受发表偏倚的影响，大效果量的小样本研究更容易被发表，这些研究的效果量往往比大样本量研究的效果量更大。也就是说，小样本导致的随机性会高估效果量，而这种情况正是大样本研究无法复制原小样本研究中大效果量的重要原因。

胡传鹏等人曾以研究过程为主线，简要清晰地列举了可疑研究操作的种类，值得体育科学研究者的关注[21]。在研究开始前，可疑研究操作包括不公开研究假设，不根据统计功效确定样本量，不确定停止收集数据的规则，不确定数据分析方案，不确定排除或删除数据的规则。在收集数据的阶段，可疑研究操作包括根据结果的显著性确定是否停止收集数据，实施多个小样本的研究而非单个大样本的研究。在数据分析阶段，可以研究操作包括根据结果的显著性使用分析策略，排除某些对结论不利的变量或数据；如果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则选择性地报告自变量和因变量，不报告效果量和效果量的置信区间；如果得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则不发表也不公开结果。最后，在研究完成后，可以研究操作包括不进行重复检验，不鼓励其他人重复自己的研究，不开放实验材料和分析代码，也不开放原始数据。

3提高可重复性的方法

体育科学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领域，是非常繁复庞杂的学科体系，也因此包容着思路迥异的方法论视角、倾向和原则，以及差异很大的研究范式和采集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不是所有体育学科都面临着可重复性的挑战。本文所讨论的提高可重复性的方法，只适用于需要通过实验、调查等实证研究手段采集数据进行分析的部分学科领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对可重复性危机、解决可重复性问题可从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两个方面入手。

3.1学术机构的努力

3.1.1学术机构的方向引导

各级各类体育科学学会可以通过专题研讨引发对可重复性问题的重视，也可以通过发表政策声明阐明对本学科领域可重复性问题的基本立场。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课程应加强对可重复性这一科学特征的讨论，包括可重复性的概念以及提高可重复性的方法。这种讨论既可以在课程一开始讨论科学特征时进行，也需要在后续的研究设计、统计分析等章节中反复提及。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还应将科研伦理作为大纲内容。目前，绝大多数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教科书还未将研究伦理作为单章列出。这种明显缺失使得许多学生从本科生的教育开始，就不了解研究伦理的重要、研究伦理与科学性质的关联、研究伦理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继而，当他们成为体育科学研究者时，也就难以在体育科学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守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研究伦理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体现了研究者的基本学术素养。体育统计类课程应在介绍推论性统计时，除了介绍显著性检验的核心思想，还应说明显著性检验的局限，同时介绍效果量、置信区间以及统计功效的核心思想、计算方法和报告形式。

体育院校还可以通过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中期进展检查和毕业论文终稿的抽查，检验是否存在可疑操作或学术不端行为。

3.1.2学术期刊的发表政策

各类体育科学期刊是体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引领平台，应通过主编致词、刊物声明、编辑部指南、投稿人自检报告模板等形式鼓励有助于提高可重复性的措施，包括鼓励提前注册研究，鼓励具有递进性和连续性的多项研究，要求承诺数据公开，要求研究方法细节的报告（尤其对于背景敏感性高的实验，更需要详尽报告实验环境、实验程序、实验控制的细节），等等；也可通过专栏形式发表重复研究，引导研究者重视可重复性问题，并以此为导向，向夯实体育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这个方向迈进。

体育科学类期刊应该通过政策性的引导，向公开、透明、开放的方向迈进，降低研究者的自由度，减少研究中的可疑操作，从而提高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有学者呼吁[37]，应当通过多种指标评价学术期刊质量。影响因子至多不过是期刊质量的一个指标而已，而TOP指标完全可以成为期刊质量的补充性指标。我们希望看到能有体育科学类期刊率先借鉴促进科研公开与透明委员会（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 Committee, TOP）倡导的8标准3层级的TOP准则（表1）[3, 38]，以此来衡量和提高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开放性和可重复性[38]，并引导作者和读者向此方向迈进。

表1  TOP准则的八个标准和三种层级

Tab. 1 Summary of the Eight Standards and Three Levels of the TOP Guidelines

	
	层级0
	层级1
	层级2
	层级3

	引用标准
	期刊鼓励数据、代码和材料引用，或者不作要求
	在投稿指南中，期刊用明确的规则和清晰的范例描述数据引用
	与期刊的投稿指南保持一致，要求文章提供数据和材料的适当引用
	遵循期刊的作者指南，对数据和材料的适当引用，否则不予发表

	数据透明
	期刊鼓励数据共享，或者不作要求
	文章需要表明数据是否可用，如可用，在哪里能够访问
	数据必须发布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例外情况在文章提交时必须注明
	数据必须发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并且在文章发表前能重新独立生成报告中的分析结果

	分析方法（代码）透明
	期刊鼓励代码共享，或者不作要求
	文章需要表明代码是否可用，如可用，在哪里能够访问
	代码必须发布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例外情况在文章提交时必须注明
	代码必须发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并且在文章发表前能重新独立生成报告中的分析结果

	研究材料透明
	期刊鼓励材料共享，或者不作要求
	文章需要表明材料是否可用，如可用，在哪里能够访问
	材料必须发布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例外情况在文章提交时必须注明
	材料必须发到一个可信的存储库，并且在文章发表前能重新独立生成报告中的分析结果

	设计和分析透明
	期刊鼓励设计和分析透明，或者不作要求
	期刊阐述设计透明标准
	为审查和出版，期刊要求作者遵守设计透明标准
	为审查和出版，期刊要求并强制作者遵守设计透明标准

	研究预注册
	期刊不作要求
	期刊鼓励研究预注册，并在文章中提供预注册链接（如果存在预注册）
	期刊鼓励研究预注册，在文章中提供链接，并提供满足预注册徽章要求的证明
	期刊要求研究预注册，并在文章中提供链接和徽章

	分析计划预注册
	期刊不作要求
	期刊鼓励采用事前分析计划，并在文章中提供注册分析计划的链接（如果存在注册分析计划）
	期刊鼓励采用事前分析计划，在文章中提供链接，并提供满足注册分析计划徽章要求的证明
	期刊要求采用带有分析计划的研究预注册，并在文章中提供链接和徽章

	可复制
	期刊不鼓励提交复制研究，或者不作要求
	期刊鼓励提交复制研究
	期刊鼓励提交复制研究，并对结果进行盲审
	在获得研究结果之前，期刊使用“注册报告”作为复制研究的提交选项，对之进行同行评议


注：原文来自Nosek等人的研究成果，译文引自周红霞的研究成果。

自2015年TOP准则发布以来，已有5000多种期刊开始执行TOP准则，所有主要学术出版商都签约该准则[3]。中国的一些学术期刊也在向此方向迈进。例如，为鼓励符合研究伦理和研究规范的研究实践，减少可疑操作，《心理学报》就要求投稿人在自检报告中明确回答以下问题：

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临床实验，建议在收集数据前预先备案（pre-register）；也鼓励其他实验研究预先备案。

是否报告并分析了效果量？请写出计划的样本量，实际的样本量。如果二者有差别，请写出理由。

为保证论文中数据报告的完备性，统计分析中如果剔除了部分数据，是否在文中报告？原因是什么？包含这部分数据统计结果如何变化？统计分析中是如何处理缺失数据的？使用量表时是否删除了其中的个别题目？原因是什么？如果包含这部分题目统计结果会如何变化？是否有测量的项目或者变量没有报告，原因是什么？

研究用到的未经过同行评议和审查的实验材料、量表或问卷，是否附在文件的末尾以供审查？如果没有，请写出理由。如果该文发表，您是否愿意公开此程序与其他研究者共享？

您的研究的原始数据是否可以上传备审稿人和编辑核查用？如果不能，请写出理由。如果该文发表，您是否愿意公开数据供其他研究者共享？

当然，在推行TOP准则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刀切地在8个方面均立刻采用层级3的最严格标准。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发展水平的期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执行TOP的时机和制订执行TOP的方案，但朝着TOP的方向尽快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则是必须的，这是开展科学研究本身的需求，也是学术期刊应对竞争的需求。

3.1.3提前注册的逐渐推广

提前注册指在研究开始前在学术研究网站提前注册即将执行的研究方案，包括研究假设，研究设计，样本规划，统计分析，等等，这是科学的开放性的具体体现。国内外一些学术期刊已开始明确鼓励学者提前注册。

提前注册的一种常见形式是预先备案网站的预注册。《心理学报》在自检报告中就要求投稿人回答以下问题：“您是否在本期刊的预先备案网站（https://osf.io/）上进行了预注册？如果您的研究有预先备案，会显著增加被录用的机会。”例如，Yun等人[39]最近开展了一项系列研究，试图回答“仪式化行为对运动员真的有帮助吗”的问题。在开展正式实验前，该研究者对即将开展的研究的预期假设、研究设计和变量设置以及统计分析策略等内容进行了提前注册（https://doi.org/10.17605/OSF.IO/HMCG2），并在正式投稿的自检报告中以及论文的前言部分做出交代。预先备案网站预注册的特点是，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后，读者可随时前往预先备案网站查看作者的预注册信息及后期添加的实验程序代码、实验数据、图表等内容。

提前注册的另一种形式是注册式报告（Registered Reports，RRs）。这是当前一些学术期刊新推出的一种投稿类别。相比于传统的全文投稿，注册式报告投稿由2个阶段构成：1）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将研究的文献评述、问题提出、预期假设、研究设计以及统计分析策略等内容写成报告。期刊对这一报告进行初步审核与同行评审，并给出同行内接收（In-Principle Acceptance）、需要修改或拒稿的反馈。2）在获得同行内接收的反馈（或修改后获得）后，作者按照注册式报告内描述的研究计划在一年内开展研究，完成研究报告全文并投出。只要作者严格执行了注册式报告中的研究计划，无论研究结果如何，期刊不会因为研究结果不符合假设而将其拒绝。研究表明，相比传统的全文投稿，注册式报告投稿在没有降低创新性的前提之下，在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的准确度及研究的总体质量等19个方面具有显著的提升[40]。

无论是预先备案网站的预注册，还是注册式报告投稿，其内容均包括：1）研究信息：研究假设，2）研究设计计划：研究类型、盲法、研究具体设计、随机化方法等，3）样本规划：样本量确定依据、停止招募的规则等，4）变量：操纵变量（自变量）、测量变量（因变量）及指标等，5）分析计划：统计模型、推断标准、纳入排除标准、缺失值及额外分析等，以及6）其它。此外，注册式报告投稿的第一阶段，即注册式报告中，还需完整撰写文献评述和问题提出部分，并且，作者不可在第二阶段的全文投稿中对其再进行修改。

提前公开自己的研究方案有两个优点[21]，第一，可以防止研究者根据结果来修改自己的研究假设，将探索性的研究写成验证性研究[41-42]；第二，可以减少研究者实验操作以及数据分析方面的自由度，公开报告主要研究结果, 减少出版偏见带来的问题[42]。提前注册意味着邀请所有感兴趣的人在研究方案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防止研究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修改研究计划和选择性地报告有利于自己的研究结果。

3.2学者个人的努力

3.2.1关注元分析研究

元分析也称荟萃分析，是通过统计方法对相似研究进行量化评价并得出综合性结论的方法。元分析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统计分析为基础的量化分析，因此，可被重复。第二，它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的客观评价，明显区别于主观评价，因此，可被重复。第三，它注重对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调节变量的探索，因此，有助于后续研究的具体推进。在积累科学证据的过程中，元分析被认为是获得最高层级证据的方法[43-44]，因此，在医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等领域得到普遍应用。最近30年，许多学科领域发表的元分析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甚至有研究者呼吁在科学研究领域应更多依靠“元分析思维” [45-46]。元分析在体育科学领域的应用也逐年增加，项明强等人最近专文分析了体育科学领域元分析论文的质量问题[47]。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还将元分析作为寻找研究切入点的方法或系列研究的总结。

例如，Yun等人[48]在“仪式化行为提升自我控制的心理机制”的研究中，开展正式实验前曾采用元分析对仪式化行为的不同心理效益进行定量评价，根据总体效应量和调节变量的相关结论，指导后续的系列实验研究。元分析发现，首先，仪式化行为对心理效益的影响达到中等效果量（d = 0.53），该数值将作为后续实验设计中被试量选择（G*Power）的重要参数值。其次，对设置压力场景的研究进行亚组分析发现，压力条件起调节作用，高压情境下，仪式化行为提升心理效益的效应量更大。这一结论提示后续研究应设置高压力情境，以使仪式化行为发挥最大效能。最后，对任务指标的亚组分析发现，认知指标为小效应量，较不敏感，正式实验中应采用行为、生理等多指标进行探讨后续研究的主题。

再如，李丹阳等人[49]在“自然环境改善认知和运动任务中的抑制性与坚持性自我控制”的研究中，在完成系列研究的4项实验之后，采用小型元分析（mini meta-analysis）对其结果进行定量评价。元分析发现，相比于简单休息，观看自然环境图片对个体在认知和运动任务中的抑制性与坚持性自我控制表现具有大效果量的影响（d = 0.99）。这一发现表明，安全温和的自然环境具有强健的复愈能力，可以为恢复自我控制和改善操作表现提供便捷省力的干预方式。这种小型元分析通常用于系列研究的内部元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对自己的系列研究进行更加精确的效果量估计[27]，其结果通常比单个实验的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50]，并且可以为研究问题的可重复性提供更有力的证据[51]。

总体而言，元分析所提供的定量评价和综合结论不但比单个研究更加可靠，而且让读者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取本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因此，它往往成为研究者掌握本领域研究进展的快速通道和重要通道。
3.2.2做好样本量规划

对样本量的规划是研究设计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研究类型（如实验还是调查）、研究问题（如探索性问题还是证实性问题）、研究设计（如组间设计、组内设计还是混合设计）、被试群体（如人的实验还是动物实验以及被试的异质性）及数据处理方法（如多元回归、典型相关还是结构公式模型）对样本量要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者需要综合考虑以上诸多因素来最终确定样本量。

在实验研究中，从统计角度出发，样本量取决于显著性（α值）、统计功效和效果量。通常设定的显著性（α值）为0.05，统计功效为0.8（更好的标准是0.9或0.95）；尽管效果量的默认值为中等效果量，可供没有特别依据时设定效果量作为参考，但如果有前人实证研究或元分析的结果，则可据此通过G*Power[52]等软件计算得出。例如，关于自我控制损耗效应（先前的自我控制耗费能量，导致后续的自我控制变差），已有元分析的平均效果量从d = 0.04, 95%CI[-0.07, 0.15] [53]到d = 0.16, 95% CI [0.05, 0.26] [54]不等。对于研究者后续研究的样本量规划而言，这些结果既提供了效果量的统计依据，也提出了需要仔细分析小效果量背后的专业性问题。因此，样本量的规划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统计知识问题，更是专业领域的学术判断问题（与小效果量对应的120个试次的Stroop实验范式和实验操作）。

带有中介效应的实验研究，或者带有中介效应的调查研究，研究设计更为复杂，样本量的计算也会略微复杂一些。影响中介效应样本量的主要因素包括效果量（如路径系数的值）、统计功效、测量模型的特征（测量指标的数量和信度）、结构模型的特征（潜变量的个数，路径系数的值和数量）等。此类研究的样本量，可通过pwrSEM[55]（网址yilinandrewang.shinyapps.io/pwrSEM/）或Mplus[56]等软件计算得出。使用pwrSEM对带有潜变量的结构公式模型所需样本量进行计算，需分4步进行：界定模型，将所界定的模型可视化以检查是否符合自己原初的理论构想，设置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参数值，估计统计功效直到统计功效达到预设标准（如0.80、0.90或0.95），如此，即可得到此种设定条件下的样本量。
3.2.3重视并报告效果量和置信区间

前文曾特别提到，研究者对虚无假设检验的过度依赖和错误理解是产生可重复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加强对其他推论性统计指标的重视。
研究者对变量关系的数据进行统计时，如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有三类问题需要关注，即变量关系的方向，变量关系的强度，以及变量关系的可靠程度。变量关系的方向可从描述性统计获得，或者从推论性统计中的正负号获得，变量关系的强度以效果量为指标，而变量关系的可靠程度因为多以显著性为指标而造成巨大的误解和误用，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根据美国统计学会的界定，p值可以表明数据与某个特定统计模型之间不相容的程度，但p 值本身并不能衡量模型或假设的可信度。在报告推论性统计结果时，显著性是个非黑即白的二分决定（p < .05或p > .05），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设计和样本量影响，在重复性研究中波动大，不稳定[57]。相比而言，效果量及其置信区间可能是更合适的推论性统计指标。单个研究中的效果量是以样本数据为基础对总体效果量的点估计，效果量的置信区间则是对总体效果量的区间估计[21]。效果量及其置信区间无论从稳定性[58]还是从易理解[59]的角度看，均优于显著性；同时，效果量及其置信区间还是元分析的基础，对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积累极其重要[21]。甚至有学者主张，可以用效果量及其置信区间来覆盖或取代显著性，并通过具体实例给出了如何进行操作的方法[57, 60]。他们将这种思路称为新统计，也可称作估计统计。估计统计的核心问题是“有多大效果？”，而回答这一核心问题的统计方法就是效果量及其置信区间的计算。

目前，在体育科学领域，报告效果量和置信区间的做法还不普遍，这不利于读者正确、全面地理解研究结果，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不利于解决可重复性问题。因此，作者呼吁，体育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报告显著性时，应注意到该指标的明显局限性，同时重视并报告效果量和置信区间。

3.2.4开展多国多实验室的合作

开展多国实验室合作，对重要的学术问题或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开展研究，是应对可重复性危机的有效方法。例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参加了一项全世界不同地区12个实验室（含1775名被试）的联合实验研究[61]，以回应是否存在自我损耗效应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所谓自我损耗效应，是指个体完成先前的自我控制任务时，会不断消耗自己的自我控制能量，从而导致完成后续的自我控制任务时效果下降[62]。自Baumeister等人提出自我损耗效应之后，该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热点话题，引发了众多研究，相关论文达5000多篇。支持这一观点并发现这一效应的研究众多，但不支持的研究给出的理据难驳，包括元分析论文[63]和23个实验室（含2141名被试）的大型重复性检验[53]，都得出了不支持的结果。面对这一争议，Dang等人再次发起了一项大型重复性研究[61]。该项联合实验研究是提前注册研究，采用前人常用的自我损耗双任务范式，以Stroop任务为自我损耗诱发任务，反向眼跳任务为自我损耗检测任务，结果发现效果量d = 0.16。作者据此认为，的确存在自我损耗效应，但效果量较小。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如果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地域、实验室、主试、被试、语言背景等），采用统一的实验设备、实验材料、实验程序、统计方法开展实验，如果观察到稳定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则更有把握地确定这种关系跨地域、跨实验室、跨主试、跨被试、跨语言背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观察到稳定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则可以进一步溯源至地域、实验室、主试、被试、语言背景等条件。显然，多国实验室合作所提供的研究证据，包括重复性研究结果的证据，要比单一实验室提供的研究证据有力得多。

本文从可重复性危机的由来、可重复性危机的原因和提高可重复性的方法三个方面讨论了可重复性危机对体育科学发展的现实意义。学术界面对可重复性危机采取的积极应对毫无疑问可以极大地提高学术研究质量和学术成果积累厚度。危机孕育着进步。如果体育科学研究者不趁此机会及时反省，采取行动，将会失去一次大幅度提高的机会。作者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体育科学研究者对可重复性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研究实践中采用合理的应对方法，跟上其他学科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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